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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减少通信基站维修人员的职业健康风险，提升其身心健康水平，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ＣＯ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影响通信基站维修人员身心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 首先，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ＣＯＲ）分析亲社会工作取向对通信基站维修人员职业健康风险的作用路径，提
出 ４ 点理论假设；其次，构建包含亲社会工作取向、意义性工作、神经质、职业健康风险的假设模型；
最后，运用 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软件分析来自某大型通信公司的 ３ ５５９ 份有效样本数据，验证假设是否

成立，并根据实证数据结果提出相应管理启示。 结果表明：亲社会工作取向显著负向预测通信基站

维修人员的职业健康风险；意义性工作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神经质不仅正向调节意义

性工作与职业健康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还进一步正向调节上述中介路径的强度，即高神经质个体

中，意义性工作的中介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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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通信基站维修人员作为保障社会信息基础设施

正常运转的关键力量，其职业环境通常兼具高风险

与高压力的双重特征。 他们频繁进行高空作业、应
对复杂电磁环境及突发故障抢修，身心健康面临严

峻挑战。 在传统安全科学研究聚焦于物理环境风险

控制与不安全行为干预的同时，识别并干预影响该

群体身心健康的关键社会心理因素，已成为职业安

全与健康领域的重要议题［１－２］。 因此，探究影响通

信基站维护人员身心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于构

建有效的职业心理疏导机制和激励策略，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工作取向作为影响员工身心健康的重

要前因变量受到学界关注［３－４］。 其中，亲社会工作

取向指个体注重自身工作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积极影

响的倾向，被证实能有效提升身心健康水平［５］。 如

ＴＲＥＡＤＧＯＬＤ［６］针对教师群体的研究显示，亲社会

工作取向水平越高，个体的压力和抑郁水平越低。
ＲＡＷＡＴ 等［７］ 认为亲社会工作取向与个体的情绪耗

竭呈显著负向关系。 ＪＩＮ Ｗｅｎｙｕａｎ 等［８］ 研究我国银

行员工发现，亲社会取向越强的员工，其感受到的焦

虑和抑郁水平也越低。 然而，尽管亲社会工作取向

的积极作用已获证实，但其在高风险高压力行业

（如通信基站维护）特定情境下的影响机制仍鲜有

探讨，这一研究空白限制了对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心

理资源保护机制的深入理解，也使得企业难以从塑

造员工工作取向的视角制定有效的职业健康促进策

略，进而无法提升安全绩效。
鉴于此，笔者拟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基于资源保存

理论（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Ｒ）揭示亲社

会工作取向对通信基站维修人员职业健康风险的作用

机制，提升高风险高压力员工的身心健康水平，以期为

提高企业安全绩效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路径。

１　 亲社会工作取向对职业健康风险影
响的假设推导

　 　 ＣＯＲ 指出，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其维持或提升

身心健康水平的关键机制在于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投

资以获取新资源，或通过资源保护行为避免现有资

源损失［９］。 亲社会工作取向是个体应对压力的一

种重要个人资源［１０］，因此，根据 ＣＯＲ 认为，亲社会

工作取向有助于个体在工作中获得诸如意义性工作

等新的心理资源，从而降低职业健康风险。 另外，人
格特质会影响个体的资源储备与资源管理策略，神
经质水平高的个人往往需要更多的心理资源作为补

充，才能维持或获得身心健康［１１－１２］。 因此，可推断

在不同神经质水平下，亲社会工作取向影响员工职

业健康风险的作用效果可能不同。 综上所述，基于

ＣＯＲ，引入意义性工作作为中介变量，神经质作为调

节变量，提出 ４ 个假设。

１􀆰 １　 亲社会工作取向对职业健康风险的直接影响

　 　 亲社会工作取向是指员工期望通过自己的工作

满足他人需求、促进社会福祉的心理倾向［３］。 由于

持有更强亲社会工作取向的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出更

强的内在动机、责任感和利他倾向，因而亲社会工作

取向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个人心理资源［８］。 ＣＯＲ
指出，当个人具备更多心理资源时，有助于其在压力

环境下避免资源损失或创造新的资源，从而维持或

获得身心健康［７］。 亲社会工作取向作为一种关键

的个人资源，能够帮助个体构建资源增益螺旋［１３］，
有效缓冲工作压力带来的资源损耗，从而降低职业

健康风险。 因此，根据 ＣＯＲ 认为，亲社会工作取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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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信基站维修人员职业健康风险呈显著负相关。
另外，国外相关实证研究显示，持有亲社会工作取向

的员工在工作中能体验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

幸福感［１４］、更低的压力感以及职业倦怠［１５－１６］。 由

于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更低的压力感

以及职业倦怠是个体获得和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保

护性因素，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１：亲社会工作取向对职业健康风险有显

著负向影响。

１􀆰 ２　 意义性工作的中介作用

　 　 意义性工作是指个人在工作中体验到实现自身

工作对其自身生命价值与意义具有重要作用［３］。
由于追求工作的深层次意义是员工在工作中的重要

心理需求［６］，因此，意义性工作也是员工在工作中

的重要个人心理资源。 相较于亲社会工作取向，意
义性工作是员工在工作场所中获得的一种体验性心

理资源。 ＣＯＲ 指出，资源池中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

更有能力进行资源投资行为，从而获得新资源［７］。
因此，根据 ＣＯＲ 认为，亲社会工作取向作为一种初

始个人资源，能够促进员工意义性工作体验的形成，
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具体而言，持有亲社会工作取

向的员工通常表现出利他性认知重构，即倾向于将

工作视为对他人或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路径而非获

取经济报酬或职位晋升的手段，这会促使员工在工

作中感知到自身工作对其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重要

性［５］。 同时，亲社会工作取向的员工在工作中会表

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如助人行为、组织公民行

为等），而这些亲社会行为有助于提升员工对工作

的生命意义感知［１７］。 相关实证研究进一步显示，当
员工感知到工作对自身生命价值具有积极意义时，
其心理健康水平也就能得到显著提升［１８－２０］。 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２：意义性工作在亲社会取向与职业健康

风险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１􀆰 ３　 神经质的调节作用

　 　 神经质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高神经质的人

常表现出高焦虑、情绪易波动以及过度担忧等特

点［２１］。 虽然高神经质者有更谨慎、对潜在风险更警

觉的积极特点，然而因其情绪易波动、敏感脆弱、过
度担忧、抗压能力较弱等特点，成为身心健康问题的

易感人群。 相对于低神经质者而言，高神经质者不

仅初始心理资源储备较低，而且在面对压力时更容

易陷入资源流失螺旋［１３］。 因此，他们对外部或新获

得的资源（如意义性工作）具有更强的依赖性，这些

资源对他们而言起到了更为关键的资源补充和“损
耗缓冲”作用。 ＣＯＲ 指出，当个体具备较少心理资

源时，个体需要获取更多新的资源才能获得或维持

心理健康［９］。 因此，将神经质作为调节意义性工作

与职业健康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而不是影响

意义性工作或亲社会工作取向的前因变量。 具体而

言，相对于低神经质者，高神经质者更需要体验到工

作对自身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才能获得或维持高水平

的职业安全健康心理。 相反，由于低神经质通信基

站维修人员具有情绪稳定、压力应对能力强、乐观与

满足等特点，因此，他们不太需要意义性工作作为资

源补充，以获得或维持高水平职业健康。 因此，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３：神经质正向调节意义性工作与职业健

康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 即相对于低神经质，在高

神经质情况下，意义性工作与职业健康风险之间的

负向关系越强。
由于假设 Ｈ２ 认为意义性工作中介了亲社会工

作取向与职业健康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假设 Ｈ３

进一步认为神经质正向调节了意义性工作与职业健

康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根据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模型［２２］，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４：神经质正向调节意义性工作的中介作

用。 即相对于低神经质，在高神经质情况下，意义性

工作对亲社会工作取向与职业健康风险之间负向关

系的中介作用更明显。
综上所述，假设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假设模型

Ｆｉｇ． １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ｍｏｄｅｌ

２　 亲社会工作取向影响的研究设计

２􀆰 １　 亲社会工作取向影响下的量表设计

　 　 １） 亲社会工作取向。 选自 ＤＩＫ 等［２３］开发的亲

社会工作取向量表。 量表包括“我职业生涯最重要

方面是满足他人的需要”等 ４ 个题项，反应方式为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
意、非常同意 ５ 个等级，１ 分为“非常不同意”，５ 分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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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常同意”，该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亲社会

工作取向越强。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３。
２） 意义性工作。 选自 ＤＩＫ 等［２３］ 开发的意义

性工作量表。 量表包括“我的职业是我生命意义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等 ４ 个题项，反应方式为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
意、非常同意 ５ 个等级，１ 分为“非常不同意”，５ 分

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员工感受到工作的

生命意义与价值感越强。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０􀆰 ８９。
３） 职业健康风险。 衡量职业心理健康风险的

指标有很多［３］，但是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是 ２ 个最

为常用的指标［２４－２５］。 因此，采用躯体症状和心理症

状 ２ 个指标衡量通信基站维修人员的职业健康风

险。 躯体症状反映身体不适的症状，如头痛、背痛、
四肢酸痛等。 心理症状主要反映抑郁、焦虑、敌对等

心理状况。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９０，ＳＣＬ⁃９０）中的躯体化量表评估通信基站维修人员

的躯体症状，采用心理症状量表评估通信基站维修人

员的抑郁、焦虑、敌对等心理症状。 反应方式为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分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 ５ 个等

级，１ 分表示“从不”，５ 分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示

职业健康风险越高。 躯体症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０􀆰 ９２，心理症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５。
４） 神经质。 选自 ＣＯＳＴＡ 等［２１］ 开发的神经质

量表。 量表包括“我的心情经常有起伏”等 １２ 个题

项。 反应方式为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分为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 ５ 个等级，１ 分为“非
常不同意”，５ 分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神经

质水平越高。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２。
５）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将人口统计

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工作任期作

为控制变量。

２􀆰 ２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对象为某大型通信公司负责移动通信

基站（如 ４Ｇ ／ ５Ｇ 基站）安装、调试、检测、维护和故障

抢修的一线工程技术人员。 样本选取自该公司正在

推行的一项员工援助计划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ＡＰ），该计划面向的对象正是从事高风

险工作的一线工程技术人员。 实施心理测评的时间

为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３ ５５９ 份。 样本

的平均年龄 ３４􀆰 ９９ 岁（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Ｄ））＝ ６􀆰 ７８），平均工作任期 ５􀆰 ０３ 年（ＳＤ ＝ ２􀆰 ３０）。
在学历构成上，初中及以下占比 ０􀆰 １％，高中占比

２􀆰 ４％，技校占比 ０􀆰 ７％，专科占比 １５􀆰 ２％，本科占比

８１􀆰 ６％。 在婚姻状况上，已婚占比 ６３􀆰 ８％，未婚占比

３５􀆰 ３％，离异占比 ０􀆰 ９％。

３　 亲社会工作取向影响的数据检验

３􀆰 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结果显示，未旋转的第一因子只解释了 ３１􀆰 ０５％的

变异量，低于 ４０％的标准值［２６］。 因此，认为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３􀆰 ２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

表 １，从表 １ 可以看出，样本的躯体症状的平均值为

１􀆰 ５７，心理症状的平均值为 １􀆰 ７１，略高于 １􀆰 ５０ 的全

国常模分数，说明通信基站维修人员的职业健康风

险水平较高。 从相关系数来看，亲社会工作取向与

躯体症状（相关系数 ｒ ＝ － ０􀆰 ０８，显著性 ｐ ＜ ０􀆰 ０１）、
心理症状 （ ｒ ＝ －０􀆰 １７， ｐ ＜ ０􀆰 ０１） 呈显著负相关，与
意义性工作呈显著正相关 （ ｒ ＝ ０􀆰 ５７， ｐ ＜ ０􀆰 ０１）。
意义性工作与躯体症状 （ ｒ ＝ －０􀆰 １０， ｐ ＜ ０􀆰 ０１）、心
理症状 （ ｒ ＝ －０􀆰 ２３， ｐ ＜ ０􀆰 ０１） 呈显著负相关。

表 １　 相关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年龄 Ｎ ／ Ａ — — — — — — — —
２． 学历 －０􀆰 ２７∗∗ Ｎ ／ Ａ — — — — — — —
３． 婚姻状况 ０􀆰 ５３∗∗ －０􀆰 １０∗∗ Ｎ ／ Ａ — — — — — —
４． 工作任期 ０􀆰 ４０∗∗ ０􀆰 １９∗∗ ０􀆰 １９∗∗ Ｎ ／ Ａ — — — — —
５． 亲社会工作取向 ０􀆰 １１∗∗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８３） — — — —
６． 意义性工作 ０􀆰 １２∗∗ －０􀆰 ０２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５７∗∗ （０􀆰 ８９） — — —
７． 神经质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０􀆰 １３∗∗ ０􀆰 １７∗∗ （０􀆰 ８２） — —
８． 躯体症状 ０􀆰 １２∗∗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３８∗∗ （０􀆰 ９２） —
９． 心理症状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１７∗∗ －０􀆰 ２３∗∗ －０􀆰 ６１∗∗ ０􀆰 ７１∗∗ （０􀆰 ９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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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平均数 ３４􀆰 ９９ ４􀆰 ７６ １􀆰 ６６ ５􀆰 ０３ ３􀆰 ５５ ３􀆰 １８ ２􀆰 ４８ １􀆰 ５７ １􀆰 ７１
标准差 ６􀆰 ７８ ０􀆰 ６０ ０􀆰 ４９ ２􀆰 ３０ ０􀆰 ７９ ０􀆰 ９０ ０􀆰 ８８ ０􀆰 ６３ ０􀆰 ６２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 ｐ ＜ ０􀆰 ０１；括号内为内部一致性系数；Ｎ ／ Ａ 表示不适用。

３􀆰 ３　 亲社会工作取向对维修人员职业健康风险的

影响效应

　 　 假设 Ｈ１ 认为，亲社会工作取向与通信基站维

修人员的职业健康风险呈显著负相关。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分析回归数据，结果见表 ２。 从表 ２ 中的模

型 １ 和模型 ２ 可以看出，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之

后，亲社会工作取向显著负向影响员工躯体症状

（回归系数 ｂ ＝ －０􀆰 ０７， 标准误（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ＳＥ）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和心理症状 （ｂ ＝ －０􀆰 １３， ＳＥ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 假设 Ｈ３

认为神经质正向调节意义性工作与躯体症状、心理

症状之间的负向关系。 从表 ２ 中的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可以看出，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神经质显著

正向调节意义性工作与躯体症状 （ｂ ＝ ０􀆰 １５， ＳＥ ＝
０􀆰 ０４， ｐ ＜ ０􀆰 ００１） 和心理症状 （ ｂ ＝ ０􀆰 ２４， ＳＥ ＝
０􀆰 ０３， ｐ ＜ ０􀆰 ００１） 之间的负向关系，说明神经质水

平越高，意义性工作对员工躯体症状以及心理症状

的负向效应越强，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
表 ２　 主效应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躯体症状 心理症状 躯体症状 心理症状

控制变量

年龄 ０􀆰 １４∗∗∗ ０􀆰 ００ ０􀆰 １４∗∗∗ ０􀆰 ００
学历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２

婚姻状况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２
工作任期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预测变量

亲社会工作取向 －０􀆰 ０７∗∗∗ －０􀆰 １３∗∗∗

意义性工作 －０􀆰 １１∗∗∗ －０􀆰 ２０∗∗∗

神经质 －０􀆰 ４９∗∗∗ －０􀆰 ５５∗∗∗

交互项

意义性工作×
神经质 ０􀆰 １５

∗∗∗ ０􀆰 ２４∗∗∗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系数为非标准化结果。

３􀆰 ４　 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 程序中的中介效应模型 （模

型 ４）检验假设 Ｈ２，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模
型 １４）检验假设 Ｈ４，检验结果见表 ３，从表 ３ 可以看

出，意义性工作显著中介了亲社会工作取向与躯体

症状 （ｂ ＝ －０􀆰 ０４， ＳＥ ＝ ０􀆰 ０１，９５％ＣＩ ＝ ［ －０􀆰 ０６，
－０􀆰 ０２］）和心理症状 （ｂ ＝ －０􀆰 ０８， ＳＥ ＝ ０􀆰 ０１，９５％
置信区间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ＣＩ） ＝ ［ － ０􀆰 １０， －
０􀆰 ０６］） 之间的负向关系，假设 Ｈ２ 成立。 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神经质通过意义性工作对躯体

症状的负向影响 （ｂ ＝ ０􀆰 ０９， ＳＥ ＝ ０􀆰 ０３，９５％ＣＩ ＝
［０􀆰 ０４， ０􀆰 １５］）显著正向调节了亲社会工作取向，以
及通过意义性工作对心理症状的负向影响 （ ｂ ＝
０􀆰 １５， ＳＥ ＝ ０􀆰 ０３， ９５％ＣＩ ＝ ［０􀆰 １１， ０􀆰 ２１］） 显著正

向调节了亲社会工作取向。 即相对于低神经质，在
高神经质情况下，亲社会工作取向通过意义性工作

降低员工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的积极作用越强。 因

此，假设 Ｈ４ 得到验证。 为更好地展现神经质的调

节效果，分别以神经质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为分组

变量绘制调节效应，如图 ２ 所示，由图 ２ 可知：当神

经质水平高时，亲社会工作取向通过意义性工作降

低员工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的积极作用更明显。 而

当神经质水平低时，亲社会工作通过意义性工作降

低员工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的积极作用较弱。 因

此，假设 Ｈ４ 得到进一步支持。
表 ３　 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

中介路径 神经质 估计值 标准误 ９５％ＣＩ

亲社会工作
取向 → 意
义性工作 →
躯体症状

／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６， －０􀆰 ０２］
ＩＭＭ ０􀆰 ０９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１５］
高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３］
低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７， －０􀆰 ０２］

亲社会工作
取向 → 意
义性工作 →
心理症状

／ －０􀆰 ０８ ０􀆰 ０１ ［－０􀆰 １０， －０􀆰 ０６］
ＩＭＭ ０􀆰 １５ ０􀆰 ０３ ［０􀆰 １１， ０􀆰 ２１］
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２， ０􀆰 ０１］
低 －０􀆰 ０９ ０􀆰 ０１ ［－０􀆰 １１， －０􀆰 ０６］

　 　 注：“ ／ ”表示不考虑调节变量情况下的中介效应；ＩＭＭ
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高 ＝ 均数＋ １ＳＤ，低 ＝ 均数－
１ＳＤ；系 数 为 非 标 准 化 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反 复 抽 样 次 数 为
２０ ０００ 次。

３􀆰 ５　 结果讨论

　 　 文中系统地揭示了亲社会工作取向作为一种重

要的个人资源，如何通过激发工作的意义感来降低

通信基站维修人员的职业健康风险，并进一步证实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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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神经质对亲社会工作取向通过意义性工作降低职业健康风险的调节作用

Ｆｉｇ． 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ｖｉａ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ｗｏｒｋ

神经质人格特质在这一过程中的放大作用。 这些发

现不仅拓展了 ＣＯＲ 的应用边界，也为高风险行业的

职业健康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上述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亲社会工作取向通过提升通信基站维修

人员的意义性工作体验，进而降低职业健康风险，且
这种积极效应对于高神经质人员而言效果更加明

显。 即不管是高神经质者还是低神经质者，亲社会

工作取向都能够通过提升其意义性工作体验，继而

降低职业健康风险。 但是相对于低神经质通信基站

维修人员而言，高神经质通信基站维修人员更需要

通过亲社会工作取向获得意义性工作体验，继而

降低职业健康风险。 主要原因在于，高神经质者

是职业健康风险易感人群，他们更加需要在工作

中获得更多的心理资源作为补充，才能获得或维

持身心健康。
为管理者提供的重要启示：①组织层面应重视

塑造员工的亲社会工作取向。 如可以通过内部宣

传、优秀员工事迹分享等方式，并结合工作设计，强
化任务的社会价值认知，将通信维修工作与可触知

的、亲社会取向的目的（如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生

　 　 　 　 　 　

命线、为未来科技铺路等）联系起来［２７］。 管理者应

在日常沟通中，帮助员工清晰地看到其工作成果与

最终社会效益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升其工作的“任
务重要性”感知。 ②针对高神经质员工，应提供更

为精准的心理支持。 鉴于意义性工作对此类员工的

保护作用更强，管理者或员工援助计划专业人员可

与他们进行一对一沟通，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等技术，
帮助他们从工作中发掘个人价值和意义感，从而有

效缓冲其人格特质带来的负面影响。

４　 结　 论

　 　 １） 亲社会工作取向对降低通信基站维修人员

职业健康风险具有积极作用，意义性工作在亲社会

工作取向与职业健康风险之间起重要中介作用。
２） 神经质正向调节意义性工作与员工职业健

康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同时，神经质正向调节了意

义性工作的中介作用。
３）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获取研究数据，未来可

多时点纵向收集数据或采用生理指标等进行更客观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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